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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古墓爲何隨葬書籍
楊　 華
　 　 【摘　 要】　 中國古墓中出土大量書籍，是上古葬俗的反映。
在喪葬禮制的初期，它們被埋入墓中，可能與墓主的身份、職業、興
趣有直接關係，但後來相沿成俗，便變得關係不大了，大多是舉喪時
臨時抄寫的文本。喪家可能並不在意入葬文本的性質和完整性，而
只是在意是否隨葬了“書”，對葬書禮俗的重視反而超過了對文獻本
身的重視。所以纔會出現重複文本、摘抄選抄、補綴書寫、空白簡等現
象。不同時期人間社會流行的書籍，在“陰間”墓葬中都會得到反映。
【關鍵詞】隨葬　 明器　 書籍　 簡帛　 禮制
一、引　 　 言
出土於墓葬的簡牘帛書材料，大致可以分爲三類：一是狹義的喪葬文
書，包括遣策、賵書、告地策、日記等；二是檔案文書，包括律令、檔案、各種
簿籍等；三是典籍文獻，包括《漢志》中所提到或未提到的各類文本。
第一類文獻，與死者的喪葬儀式和冥界觀念有關，勿須贅述。第二類
和第三類文獻，是否也是喪葬儀式和冥界觀念的産物？很早就有學者指
出，楚帛書具有保護死者的巫術作用（如郭沫若、安志敏、陳公柔等人），具
有避邪鎮墓的作用（如 Ａｌｆｒｅｄ Ｓａｌｍｏｎｙ、饒宗頤、何四維）。吉川忠夫認爲，六
朝時人以《孝經》入葬，是由於該書具有巫術魔力①。隨著出土材料越來越
① 參張忠煒：《墓葬出土律令文獻的性質及其他》，載於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》２０１５年第 ５期。
豐富，類似觀點得到了部分加强。例如，大庭脩説：
　 　 爲什麽會出現把公家的記録隨葬在私人墓中的解釋，如果可以，
這樣的國家是一個什麽樣的國家？因爲這樣考慮的前提是把這些隨
葬品視爲真文書、真記録，假如只把它們視爲明器，很自然就會把它看
作是生前爲父老的墓主死後把它們作爲隨葬品帶往另一個世界。①
如果把大庭脩的觀點概括爲“明器説”，那麽冨谷至的觀點可以概括爲“鎮
墓辟邪説”。他認爲，墓主生前的生活、職務與律令條文的隨葬没有關係：
　 　 律令是以鎮墓、辟邪的目的被隨葬的，如果説與法律有關係的話，
那麽在現世社會中具有作爲威嚇惡之行爲效果的律與令，轉用於對黄
泉世界的邪氣、惡鬼進行威嚇。即，作爲隨葬品的法律，其目的就是除
魔、辟邪。這一想法即使現在也没有改變。正是這樣的想法，不是纔
可以理解《二年律令》的條文没有一貫性、是任意的選擇、也可以發現
抄寫的混亂這類現象嗎？②
邢義田發展了大庭脩的觀點。他從隨葬簡册的長度來做了考慮，認爲
“墓葬中出土的簡册，凡一册多達數百簡者，都比較可能是爲陪葬而特别抄
製的明器，非供實用”③。其結論是，墓葬中出土的簿册只是“貌而不用”的
明器：
　 　 地方官吏會將與自己生前职掌有關的公文書或地圖（如甘肅天水
放馬灘木板和紙地圖、長沙國南部帛繪地圖）複製成陪葬品，伴同遣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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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大庭脩著，楊振紅譯：《漢墓出土的簡牘———特針對王杖簡牘》，載於《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
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２００５年版，第 ４５８—４７０頁。
冨谷至著，李力譯：《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竹簡———特别是關於〈二年律令〉》，載於《簡
帛研究二〇〇八》，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，第 ３０９ 頁。另冨谷至有《〈訳注中國
歷代刑法志（補）〉解説》（内田至雄編、冨谷至補《訳注中國歷代刑法志（補）》，東京：日本創文
社 ２００５年版）、《韓非子———不信と打算のと現實主義》（中公新書 ２００３ 年版），亦主張此觀點，
均轉引自《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竹簡———特别是關於〈二年律令〉》一文。
邢義田：《漢代簡牘的體積、重量和使用———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爲例》，載於《地不愛
寶：漢代的簡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２０１１年版，第 ２２頁。
等埋入墓中。這些陪葬品是要向地下的主管證明墓主生前爲一“方”
之主，掌理一方的土地和人民，希冀他們的權位在地下仍能繼續，甚至
提升。
他們的基本性質，我越來越相信應是明器，而不是墓主生前使用
過的簿籍或文書原件。雖爲明器，内容上卻又絶不是如魏晉以降地券
之程式化，迄今所知，除了類别大體相近，没有任何内容重複或據同一
範本複製的跡象。它們比較像是據墓主生前所用真實的文書抄録或
摘節而成，内容上包括地方性的户口、賦役簿籍、律令、曆譜、日書以及
和個人相關的“大事記”或典籍等等。我估計西漢墓地、甚至秦墓出土
的竹木簡文書和帛書，基本上都不脱明器的性質。由於是“貌而不用”
的明器，不免露出它們的“不實用性”，例如不顧使用上的困難，將數百
簡編連成一册（如隨州孔家坡日書簡）；内容有錯誤脱衍，卻不見任何
在使用過程中應有的更正痕跡。
如果以上基本性質的認定可以成立，則可推定大部分隨葬文書應
制作於墓主死後的備辦喪葬的過程中。除非墓主早已準備或有遺囑
（漢世名之曰先令），文書的挑選和抄録都不會是墓主本人，而是家人
或籌辦喪禮者依當時的習俗而進行。這是爲什麽在迄今所知秦或西
漢地方官吏的墓葬中出這麽多類别大體相近的文書。①
張忠煒對“明器説”提出部分批評。他認爲，秦漢之際楚地鎮墓獸的鎮
墓辟邪功能，被大量出土的律令所代替，由此他重申了鎮墓辟邪説：
　 　 既然擱置鎮墓獸具有鎮墓辟邪的功用，則湖北尤其江陵地區秦漢
墓以律令爲隨葬品，使之具有或發揮與鎮墓獸相似的功能，也完全不
是不可能的。畢竟，隨著秦厲行“法治”的傳統被推廣，律令在現世中
所擁有的强烈震懾力，是有可能被移置於冥間且被賦予特殊功能的。
從這個角度看，冨谷至的假説儘管没有文獻支持，但從楚地喪葬習俗
的演變看，完全是有可能成立的。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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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邢義田：《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形態和鄉里行政》，載於《治國安邦：法制、行政與軍事》，北
京：中華書局 ２０１１年版，第 ３１７—３１８頁。
張忠煒：《墓葬出土律令文獻性質及其他》，載於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》２０１５年第 ５期。
然而，大多數學者仍然相信，隨葬文獻仍然具有實用性，也就是説，它
們在墓主生前曾經被使用過。這些文獻之所以被隨葬，是由於喪葬禮制按
照“視死如生”的觀念，將墓主生前曾經使用過的物品帶入“陰間”世界。周
海鋒對秦漢墓葬出土律令的實用性做了系統性重申，其邏輯和證據是：第
一，秦漢律令可以通過書面和口頭方式傳達到最基層；其二，從出土的秦漢
律令文本可知，存在修改校讎的痕跡；其三，古代文獻可以有長篇卷帙。從
而否定邢説：
　 　 秦及漢初墓葬出土的律令文書是現實生活中切實應用的條文，多
爲墓主身前請人或自己抄録編纂以作爲行政參考的。這些律令同當
時社會流行的典籍以及與墓主履歷相關的一些簡册一道被葬入墓中，
這與自古以來“事死如生”的埋葬習俗以及當時社會的大背景有關。
秦漢時期的律令之所以能保留至今，與其時埋葬習俗、文化政策墓主
個人經歷均有極大的關係。
秦及漢初隨葬律令就是現實世界使用之物，遵循“事死如事生”的
習俗，將與死者有關的部分物品葬入墓中。①
目前，討論並没有統一的意見。不過，周海鋒的觀點代表了大多數内
地學者的意見。
我們認爲，除了卜筮祭禱簡、日記等逐年記載、漸積而成的文本之外，
無論是狹義的喪葬文書，還是檔案文書、典籍文獻，都是爲喪葬禮儀而臨時
製作的文本。它們不一定具有鎮墓辟邪的作用，而是古人“從文”葬俗的結
果。以下先提出幾個問題。
二、隨葬簡帛與墓主身份
一般認爲，某些文獻之所以被隨葬於墓中，是因爲死者生前與它們發
生過直接關聯，要麽爲其公務，要麽是其所好。是否確實如此？
關於墓中隨葬自己喜歡的書籍，常被徵引的史例有三。其一是東漢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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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周海鋒：《秦律令之流布及隨葬律令性質問題》，載於《華東政法大學學報》２０１６年第 ４期。
的周磐，他臨終時命令二子在他的棺中隨葬書籍：“編二尺四寸簡，寫《堯
典》一篇，並刀筆各一，以置棺前，示不忘聖道。”這是因爲他酷愛儒學，“學
《古文尚書》、《洪範五行》、《左氏傳》，好禮有行，非典謨不言，諸儒宗之”①。
其二是曹魏西晉時期的皇甫謐，他在《篤終》篇中，述及死後之事：“平生之
物，皆無自隨，唯齎《孝經》一卷，示不忘孝道。”②這是因爲他平生篤於孝
道。三是南齊的張融，他在建武四年病卒前，遺囑其殮裝之勢爲“左手執
《孝經》、《老子》，右手執小品《法華經》”③。這是由他會通玄學、三教合一
的信仰所致。
從出土文獻來看，能够説明簡帛内容與墓主之間具有緊密關係的，確
實也不乏其證。例如，包山 Ｍ２ 墓主身份爲左尹，佐助令尹，説他因主管司
法而隨葬大量司法文書，於理可通。睡虎地 Ｍ１１ 的主人喜，曾任家鄉南郡
安陸縣的史、令史。作爲“若欲有學，以吏爲師”的文吏，其墓中隨葬的衆多
法律文本，與他的身份是相符的。也就是説，這些隨葬書籍是他生活中熟
悉且必需的内容。
然而，很多例子説明，墓葬出土簡帛之多少與墓主身份之間，並不一定
有必然聯繫。例如，郭店簡的墓主一棺一槨，身份並不高，但埋葬的典籍文
獻相當豐富，而又不見遣策之類的常見喪葬文書。張家山 Ｍ２４７ 葬制也是
一棺一槨，發掘和整理者相信，從其葬具和隨葬品判斷，墓主人身份並不
高。但出土的文獻並不少，包括律令、醫書、兵書、算數書等，這似乎不是一
個低級官吏所應當具有的知識體系。又如，江陵紀南鎮出土的松柏漢簡，
包括遣策、各類簿册、葉（牒）書、律令、曆譜、墓主的功勞記録和升調記録
等。同墓出土 １０支簡文，專門標明“右方四年功書”、“右方遣書”、“右方除
書”等，應是各類木牘的標題。據簡報，墓主周偃爲漢武帝時期江陵西鄉有
秩嗇夫④。其爵位爲公乘，在二十等級序列中並不算高，何以能够把其他縣
道侯國的各類帳本都帶到地下埋葬呢？同理，江蘇尹灣漢簡的墓主是西漢
末年東海郡的功曹史，其内容除了占卜書、曆譜、日記、《神烏賦》之類，居然
把東海郡的各類簿籍（包括東海郡的《集簿》吏員簿、下轄長吏名籍、屬吏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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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《後漢書》卷三九《周磐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１９６５年版，第 １３１０—１３１１頁。
《晉書》卷五一《皇甫謐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１９７４年版，第 １４１７—１４１８頁。
《南齊書》卷四一《張融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１９７２年版，第 ７２９頁。
湖北荆州博物館：《湖北荆州紀南松柏漢墓發掘簡報》，載於《文物》，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，第 ２４—
３２頁。
置簿、下轄長吏不在署和未到官者名籍、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）都帶到
了地下①，即使這些材料與他的生前活動有關，也不可能是原始文獻。
有一種現象可以反證，出土文獻與墓主身份不一定具有對應關係。那
就是，無論墓主身份高低，都隨葬日書。這説明什麽？按照功能主義的解
釋，這些日書將會帶到“陰間”，可供墓主在地下世界擇吉所用。例如來國
龍説：
　 　 墓中之所以埋葬與出行有關的物品，如日書、宇宙圖式、地圖、及
其他行器，可能是爲了亡靈在“冥界之旅”的途中予以指引……這種做
法是爲了讓“冥界之旅”更順暢。②
但是，爲什麽同一墓葬中出現多種重複的、乃至相互矛盾的擇吉文本？
睡簡中有甲、乙兩種日書，放馬灘秦簡中也有甲、乙兩種。這兩種日書中的
篇章也多有重複，究竟死者在陰間將會採用何種文本擇吉呢？
三、文本重複和抄手多人
在已知的戰國秦漢簡帛中，出現了很多重複文本。不同墓葬的文本重
複，可以理解；而同一墓葬中，出現内容相同而抄手不同的文本，則最難於
理解。
例如，郭店楚墓中出土了三種《老子》版本，簡長不同，甲組長 ３２．３ ｃｍ，
乙組長 ３０．６ ｃｍ，丙組長 ２６．５ ｃｍ，顯然是三種不同的版本，而且不是互相補
充的，如今本《老子》的 ６４下既出現在甲本中，也出現在丙本中③。
上博楚簡（六）《天子建州》出現甲、乙兩個版本。甲本完簡長約
４６ ｃｍ，每簡約書寫 ３２字；乙本完簡長約 ４３．５ ｃｍ，每簡書寫 ３５ 字左右。二
者字跡完全不同，一目了然，正如整理者所説：“（乙本）書法前緊密，後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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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連雲港市博物館、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、東海縣博物館、中國文物研究所：《尹灣漢墓
簡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１９９７年版。
來國龍：《戰國秦漢“冥界之旅”新探：以墓葬文書、隨葬行器及出行禮儀爲中心》，載於《人文論
叢》２００９年卷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，第 １５１—１８６頁。
荆門市博物館：《荆門郭店楚簡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，第 １１１頁。
朗，未及甲本工整，書體亦不同於甲本，顯然爲另一書手所抄。”①
上博楚簡（七）的《鄭子家喪》、《君人者何必安哉》、《凡物流行》三篇，
都出現甲、乙兩個版本。《鄭子家喪》甲、乙本各有 ７ 支簡，内容完全相同，
唯行次略異。甲本完簡長 ３３．１—３３．２ ｃｍ，字距緊密；乙本長 ３４—４７．５ ｃｍ，
字距疏朗②。《君人何必安哉》甲、乙本各有 ９ 支簡，甲本簡長 ３３． ２—
３３．９ ｃｍ，乙本簡長 ３３．５—３３．７ ｃｍ。甲、乙本都有墨蹟符號（@ ）表示文章結
束，但乙本在此墨蹟之後還有一個“乙”字，標示著與甲本的區别③。《凡物
流行》甲本完簡長 ３３．６ ｃｍ，書法疏朗；乙本完簡長 ４０ ｃｍ，書法工整。二者
顯然是不同書手所抄，對照乙本，可知甲本文字有漏抄和錯抄現象④。
清華簡（陸）的《鄭文公問太伯》篇，也存在甲、乙兩個版本。簡長相同
（４５ ｃｍ），編痕相同，文字相同，系同一書手所爲。内容基本相同，略有出入
而已，整理者稱“系同一書手根據兩個不同底本進行抄寫，爲目前戰國簡中
僅見的情況”⑤。
秦簡中的重複已如上述，睡簡《日書》有甲、乙兩個版本，放馬灘《日書》
也有甲、乙兩個版本。西漢晚期的武威漢墓 Ｍ６，隨葬了三種版本的“喪服”
禮書。甲本是《儀禮》經書，簡長平均 ５５．５—５６ ｃｍ，其中包括《服傳》篇和其
他 ６篇經文；乙本是傳文，簡長 ５０．５ ｃｍ，只有《服傳》篇；丙本是《儀禮》經
書，約長 ５６．５ ｃｍ，只有《喪服》篇。甲本與乙本都有背題《服傳》二字，内容
多有相近。正如陳夢家所説，“墓制和隨葬物品均屬中常，且以禮書隨葬，
故推想其人不屬於上層統治階級，而屬於當時的官吏或士人階層”⑥。那麽
在其墓中隨葬三種《喪服》文本，純粹像東漢的周磐那樣，是屬於個人愛好
嗎？馬王堆漢墓中也存在幾種重複的文本。三號墓所出《老子》有甲、乙兩
種文本，“甲、乙兩本的篇序、章序完全相同，其文字有不少彼此相同而與現
存各本皆不相同之處。……它們各自的底本則應該有一個時間相距不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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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六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，第 ３０９頁。
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七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，第 １７１頁。
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七）》，第 １９１頁。
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七）》，第 ２２１頁。
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研究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陸）》，上海：中西
書局 ２０１６年版，第 １１８頁。關於這兩篇文獻因祖本不同而重複抄寫的意義，夏含夷從寫本文化
的角度做了一番解讀，見氏著《〈鄭文公問太伯〉與中國古代文獻抄寫的問題》，載於《簡帛》第
１４集，第 １１—１５頁。
甘肅省博物館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武威漢簡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２００５年版，第 ８、９、５６頁。
遠的共同祖本……這個底本應該是戰國時代的楚人寫本”①。同墓所出的
《陰陽五行》也有甲、乙兩篇，雖然内容不盡相同，但如整理者所指出：“《陰
陽五行》甲篇與《陰陽五行》乙篇聯繫緊密。《陰陽五行》乙篇的《刑日》、
《天地》、《女發》四章當是直接或間接抄自《陰陽五行》甲篇，《陰陽五行》乙
篇的《上朔》章則是據《陰陽五行》甲篇《上朔》章擴充改寫而成。”②同墓所
出的《陰陽十一脈灸經》也有内容相同的兩種重複文本③。
法律文書也存在著同墓重複現象。例如，睡虎地秦簡《秦律十八種》中
有《效》，另外還有一篇《效律》，其内容與前者也有重複。另外，《秦律雜
抄》中也有不少内容，與《秦律十八種》中不無重複。據周海鋒披露，在岳麓
秦簡律令中，“内容完全一樣，字體卻截然不同的令文有數十則”。這些重
複的意義何在？他的解釋是：“要麽岳麓秦簡極有可能出自兩個以上墓葬；
若出自一處，内容雷同字體迥異的令文必分屬兩個簡册，且簡册製作時間
有先後。”④這種解釋顯然不能令人滿意。
這就涉及一個文本摘抄問題。目前所知的隨葬文獻，很多都是摘抄本
或選抄本。睡虎地秦簡《秦律雜抄》是從秦律中節選出來的；正如冨谷至所
説，《二年律令》也是一個摘抄本，“律的選擇始終是隨意的，書手不是以法
律爲專業並在日常利用之者”⑤。這種律令文本的摘抄，有人或許認爲是墓
主（文吏）以實用爲目的而完成的，但是儒家文獻的入葬，爲什麽也有摘抄
或選抄現象？例如，郭店楚簡《語叢》，上博簡《三德》、《内禮》、《君子爲禮》
諸篇的很多段落，都與《禮記·曲禮》有關⑥。又如，上博簡《天子建州》全
文不足 ３００字，約十來章，分别來自《禮記·王制》、《禮器》、《玉藻》、《郊特
牲》、《祭義》和《論語》、《大戴禮記》等文獻，也可以視爲一個摘抄節録本⑦。
定縣八角廊 ４０號漢墓的《儒家者言》爲摘抄，内容多見於《説苑》、《新序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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裘錫圭主編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（肆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２０１４年版，第 ２頁。
裘錫圭主編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（伍），第 ６６頁。
裘錫圭主編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（伍），第 １９５頁。
周海鋒：《秦律令之流布及隨葬律令性質問題》，載於《華東政法大學學報》２０１６年第 ４期。
冨谷至：《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竹簡———特别是關於〈二年律令〉》，載於《簡帛研究二〇
〇八》，第 ３０９頁。
葉國良：《戰國楚簡中的“典禮”論述》，載於《簡帛》第 ４ 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，
第 ２３９—２４６頁。
參拙作《上博簡〈天子建州〉禮疏》，載於《古禮新研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 ２０１２ 年版，第 ４２３—
４５０頁。
等書。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所出木牘《儒家者言》也是摘抄，内容多見於
《説苑》等書。兵書也有摘抄現象，根據李零的觀點，銀雀山“《守法守令等
十三篇》是摘自《墨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尉繚子》，還有來源不明的其他書，它是
雜抄，不是專著”①。
還有書跡和抄手問題。同一墓中所出簡牘的書寫風格，很少是相同
的。卜筮祭禱簡中有不同抄手，可以理解，因爲這是墓主生前爲去病求祟
而多年纍積的文本。不過，工藤元男認爲，卜筮祭禱簡也是由原始記録轉
抄以作隨葬的，包山 Ｍ２的卜筮祭禱簡“大概存在一位以上的抄手……也就
是説，第 １條至第 ３條，是對貞人記録比較忠實的轉抄，而第 ７ 條以後則是
由抄手改寫，由此引起命辭格式的變化”②。横田恭三認爲，包山楚簡的抄
手“至少有十人以上”③。李守奎認爲有 ８ 種字跡，占卜文書不是貞人書寫
的，同一組占卜記録由兩個以上的書手書寫，同一支簡上有多種筆跡，甚至
交叉書寫，有修改痕跡。最值得注意的是：
　 　 有的卜筮文書的書跡與（同墓所出）司法文書的書跡很相近，有的
可能出於一人之手。在卜筮文書中，用 Ｅ 種書體没有寫過一篇完整的
文書，這種書體與 １２８號司法簡字跡相近，疑是一人所寫。Ｂ 種書體又
見於 １２ １３號司法文書。④
司法文書與卜筮祭禱簡完全不相關，爲什麽會有相同的書跡呢？同一書手
來抄寫這兩種不同性質的簡文，意味著什麽？
同一批葬書，同一卷法律文書，出自多個抄手的現象很普遍。比如，
《岳麓秦簡》（四），包括《田律》、《金布律》、《尉卒律》、《徭律》、《傅律》、《倉
律》、《司空律》、《内史雜律》、《奔敬（警）律》、《戍律》、《行書律》、《置吏
律》、《賊律》、《具律》、《獄校律》、《興律》、《雜律》、《關市律》、《索律》等 １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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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藤元男：《包山楚簡“卜筮祭禱簡”的構造與系統》，載於《人文論叢》２００１ 年卷，武漢：武漢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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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田恭三：《包山楚簡的文字和書風》，載於《中國古代的文字與文化論集》，日本汲古書院 １９９９
年版。轉引自陳松長：《中國簡帛書法藝術編年與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，第
１６頁。
李守奎：《包山卜筮文書書跡的分類與書寫的基本狀況》，載於《中國文字研究》第 １ 輯，鄭州：
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，第 ６３—６７頁。
種律文。據參與整理的周海鋒指出：
　 　 經初步判定，秦律卷册至少由四個以上書手共同抄寫完成，姑且
將他們命名爲甲、乙、丙、丁。其中甲、乙抄寫的數量遠遠多於丙、丁，
甲書手抄録的内容有最外層的《田律》（１０支）、《金布律》（１６ 支）、《尉
卒律》（１０．５支）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《尉卒律》１３７３ 號簡（見圖版）的
上半部分是由書手甲抄寫，下半部分换成書手乙抄寫，“其旁裏共典
老”一句的“其”顯然是書手甲抄寫，從“旁”開始由書手乙抄寫。甲所
書之字娟秀、略有傾斜，而乙之字體方正飽滿。接下來的《尉卒律》
（４．５支）、《徭律》（１５支）、《倉律》（４ 支）、《司空律》（２ 支）、《内史雜
律》（６支）、《田律》（２支）、《奔敬律》（５ 支）、《戍律》（８ 支）、疑似《戍
律》（２支）和《行書律》（５支）均由書手乙抄寫。緊接著的《行書律》的
最後一則（１支）、《金布律》（９支）又由書手甲抄寫。之後的《置吏律》
（１６支）、《□律》（２支）、《賊律》（３ 支）、《具律》（４ 支）、《獄校律》（６
支）、《興律》（３ 支）、《□□律》（２ 支）、《雜律》（１ 支）、《關市律》（１
支）、《徭律》（１３支）又轉爲書手乙抄寫。從 ０３５０ 號開始的《司空律》
（１９支）簡由書手丙抄寫，此書手比較率性，字體大小不一，筆劃有極爲
誇張者。剩下的《索律》（２ 支）、《□律》（２ 支）、《田律》（１ 支）、《興
律》（２支）、《□□律》（１支）由書手丁完成。
律卷册是先編後寫的，判斷依據是編痕處没有文字，故每次只能
由一個書手進行抄寫。……《金布律》雖然都由一個書手抄寫，但卻編
聯在兩處，這是因爲卷册是先編後寫並由不同書手交替、非持續性抄
寫完成所致。①
同一種律，由兩個抄手完成，例如《行書律》；有的書手甚至只抄寫了簡
文的一半，例如 １３７３號簡由甲、乙二手合抄②。正如周海鋒所披露的，岳麓
書院秦律 ００８１＋０９３２號“延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·第己·今辛”與第 １１３１
號“廷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·第庚·今壬”兩簡，“可見明顯的校讎痕跡，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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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海鋒：《岳麓書院藏秦律〈金布律〉研究》，武漢大學珞珈史學博士論壇（２０１６）論文，武漢大
學，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１５—１６日，“先秦秦漢組（含簡帛、考古）”，第 ８４頁。
見上引周海鋒《岳麓書院藏秦律〈金布律〉研究》。
端的‘今辛’、‘今壬’墨蹟較淡，字體也與上方的有别。易知同簡所載内容
定非一人所書，書寫的時間也有先後之分”。又如，有的律文簡尾綴一“重”
字，字亦與正文不同。周海鋒認爲，是墓主人生前校讎時留下的痕跡①。
馬王堆帛書和銀雀山漢簡篇章較多，明顯也都不是同一個書手所爲。
同一篇簡文由多人抄寫的情況很多。如上博一《性情論》的第 １、４０、４１ 簡，
書寫密度與其他簡明顯不同，字跡也有差異。整理者認爲是補抄的結果②。
上博五中的《競建内之》和《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兩篇文獻，經過陳劍研究，
實際上就是同一篇文章，《競建内之》簡 １０ 與《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簡 ４ 可
以連讀。這兩篇文章的文字書寫差别較大，一目了然。蘇建洲列舉補充了
上博簡《周易》簡 ３７、４９的例子，説明“同一篇内容的竹書，筆跡的確是有可
能不同的”③。郭永秉甚至認爲：“不應該排除《競建》經後一書手校對筆
削，然後接鈔《鮑叔牙》的可能。”④這些補抄或續抄文獻的書手，究竟是什
麽人呢？難道是墓主嗎？如果是墓主，那麽有時候出現交叉抄寫的現象，
如何理解？
四、無字空簡與有字遣策
在隨葬的簡牘中，不時會見到無字的空簡或素簡。例如，包山 Ｍ２ 西室
即出土了 １２８支無字簡，報告稱：
　 　 西室 １３５枚。標本 ２：３８５，１２９枚，放置在位於南端的 ２：３８８號銅
盤、２：３８９號銅盤之上，被 ２：３８７ ６ 號絲綿衾所疊壓，除一枚簡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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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一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，第 ２１９ 頁。
馮勝君：《從出土文獻看抄手在先秦文獻傳佈過程中所産生的影響》，載於《簡帛》第 ４輯，上海：
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，第 ４１６—４１７頁。馮文還指出，上博簡《周易》也存在兩種明顯不同
的字跡。
蘇建洲：《〈上博（五）楚竹書〉補説》，載於簡帛網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（ｈｔｔｐ：／ ／ ｗｗｗ． ｂｓｍ． ｏｒｇ． ｃｎ ／
ｓｈｏｗ＿ａｒｔｉｃｌｅ．ｐｈｐ？ｉｄ ＝ ２２２）。
郭永秉：《關於〈競建〉和〈鮑叔牙〉的字體問題》，簡帛網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５ 日（ｈｔｔｐ：／ ／ ｗｗｗ．ｂｓｍ．ｏｒｇ．
ｃｎ ／ ｓｈｏｗ＿ａｒｔｉｃｌｅ．ｐｈｐ？ｉｄ ＝ ２６２）。
字屬文書類外，其他均爲無字簡，保存完好。①
除此之外，根據出土情況登記表，包山 Ｍ２ 的北室也出土了 ３５ 支無字
簡，整理者將其與西室南端 ３８９號銅盤上所出的 １２８支無字簡一樣，稱之爲
“文書簡”；在北室還出土了 ３支無字簡，因與卜筮祭禱簡放在一起，故整理
者稱之卜筮祭禱簡（詳見下表，轉引自《包山楚墓》第 ２６６ 頁）。如此，全墓
所見的空簡共計 １７０支。而全墓出土的有字簡 ２７８支，從總比例來説，有字
簡約占 ６２％，無字簡約占近 ３８％，這個比例應當説不算小。從包山 Ｍ２的埋
葬規模和器物形制看來，其葬禮應當是有計劃而合乎當時禮制的，絶不是
倉促爲之。那麽，在這種情況下，還埋葬如此多的無字素簡，説明了什麽？
竹簡出土情況登記表
出土號 類别 出土位置 數　 量有字 無字 保存情況 整理號 備注
２ ∶ ４４０ 文書簡 北室中部靠北墻板偏東 １９６ ３５ 基本完好 １—１７６ 無字簡未編號
２ ∶ ４３９ 卜筮祭禱簡 北室中部靠北墻板偏西 ５４ ３ 基本完好 １９７—２５０ 無字簡未編號
２ ∶ １８５ 遣策 東室 １２５ 號銅匜上 １
２ ∶ １４１ 遣策 東室 １４６ 號銅鼎上 ４
２ ∶ ９７ 遣策 東室東墻北部近 １７４ 號獸骨處
３
大部殘斷，一支完好，整理復原三支，四支缺損無法復原
２５１—２５８
按拼接復原後的斷頭計應爲
８枚
２ ∶ ４００ 遣策 西 室 北 部底層 ６ 大部分殘斷 ２５９—２６４
以拼接復原後的斷頭計應爲
６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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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：《包山楚墓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，第 ２６６頁。
续　 表
竹簡出土情況登記表
出土號 類别 出土位置 數　 量有字 無字 保存情況 整理號 備注
２ ∶ ３５８ 遣策 南 室 東 部底層 ２ 完好 ２６５—２６６ 所記爲東室之葬器
２ ∶ ２８７ 遣策 南室西南部３５５ 號車壁皮飾上
１１ ４ 完好 ２６７—２７７ 無字簡在整理時未予編號
２ ∶ ３８５ 文書簡 西 室 南 端３８９ 號銅盤之上
１ １２８ 基本完好 ２７８ 無字簡未編號
小　 計 ２７８ １７０
　 　 在西室的這批無字簡中，有一支編號爲 ２７８ 的竹簡，未修編繩契口，其
上書寫 １４字，不是常見地書寫在蔑黄一面，而是罕見地書寫在蔑青一面。
顯然，它是這批無字簡的標示簡，這 １４ 個字用以説明這批無字簡的性質。
但至今大家對此 １４字的釋讀都不理想①，整理者將其放在遣策的最末，陳
偉則將其歸入法律文書的“案卷”之末②。此簡所在位置爲西室，與其他法
律文書（北室）較遠，而且放在一堆素簡之中，將其視爲法律文書可能不確。
劉國勝釋爲：“■（摇）脰（廚）尹之人盬（苦）■（强）告■（祠）多（移）命以嬰
■（餟）。”並認爲它們屬於與“告地書”相近的喪葬類文書③。我們認爲，最後
一字或許可以釋作“■”，讀作葬，此字以見於長沙仰天湖 Ｍ２５ 遣策簡 ３６④。
與馬王堆 Ｍ３遣策中“葬”字差不多：“十二年，二月乙巳朔戊辰，家丞奮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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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原釋文見《包山楚墓》第 ２７１頁。此處採用的是《楚地出土戰國簡册（十四種）》的釋文，其他相
關討論，參該書第 ７７—７８頁注 １５９。
《楚地出土戰國簡册（十四種）》，第 ５７頁。
劉國勝：《包山二七八號簡釋文及其歸屬問題》，載於《第十三届全國暨兩岸中國文字學學術研
討會論文集》，臺北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版，第 ２３３—２４０ 頁。朱曉雪：《包山楚簡綜
述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，第 ５０３—５０４頁。
商承祚：《戰國楚竹簡彙編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 １９９５年版，第 ５６頁，簡文作：“皆■於一匣。”劉國
勝：《楚喪葬簡牘集釋》，北京：科學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，第 １３６頁。
主■郎中，移■物一編，書到光（壙）A 具奏主■君。”①包山簡中“葬”字前一
字，各家也有不同意見，“以嬰葬”似乎也不妥。不過，“以葬”則見於金文：
　 　 + （紀）伯子■父作其征盨，其陰其陽，以征以行，以匄眉壽無疆，
慶其以藏（葬）。（紀伯子■父盨，《集成》４４４２ ４４４５，春秋時期）②
其銘之“以藏”，可讀作“以葬”，《禮記·檀弓上》：“葬也者，藏也。”中
山王墓兆域圖有銘：“其一從，其一藏府。”此處之“從”即從葬於墓中。據
此，張亞初曾指出此類器物有“從葬”之意③。總之，２７８ 號簡是這批無字簡
的總説明，表示它們用以隨葬。
九連墩楚墓 Ｍ２在南室西端底層也發現大量竹簡，數量達 １３５９ 支，有
明顯的編連痕跡。下葬時分卷置於竹笥中，至少有 ２ 個竹笥④。一般的竹
簡都將文字書寫在蔑黄一面，而這批竹簡的篾黄一面則空無一字，卻在蔑
青一面繪若干組重複的圖案。所有畫紋都在延續至編痕兩側時自動停斷，
説明繪畫是在竹簡編聯成册後進行的。故而有學者稱之爲“簡册畫”或“漆
畫”。對其功能，有樂譜、舞譜、竹簾、竹墊（承托器皿）等多種猜測。整理者
胡雅麗認爲：“或許是在祭祀燕享酬賓時拿來鋪陳於筵席、俎案之上，以爲
托承盛牲、盛食、盛飲器皿以及各類乾食物品之用，寬窄當視所承器皿的大
小及食品的體量而編定，其作用類似於禮書所謂之‘藉’。”⑤也有一種推
測，可能是準備寫字的“待用簡册”，“就像我們現在用的稿紙，準備寫字，可
由於特殊的原因，稿紙隨主人一起埋葬在地下”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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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⑤
⑥
裘錫圭主編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（陸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２０１４ 年版，第 ２２７ 頁。同墓遣
策也有“右方■左方”、“右方■首”之句（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（陸），第 ２６２頁）。
參王獻唐《黄縣B 器》（山東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０年版），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：《殷周
金文集成》（修訂增補本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２００７ 年版，第 ４ 册第 ３４３２ 頁；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
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編：《金文引得》（春秋戰國卷），南寧：廣西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，第 ６１頁。
張亞初：《殷周青銅器鼎器名、用途研究》，載於《古文字研究》第 １８ 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１９９２ 年
版，第 ２７６頁。
王紅星、郝勤儉：《湖北棗陽九連墩楚墓》，載於《考古》２００３ 年第 ７ 期，第 １０—１４ 頁。劉國勝：
《湖北棗陽九連墩楚墓獲重大發現》，載於《江漢考古》２００３年第 ２期，第 ２９—３０頁。
胡雅麗：《九連墩“簡策”畫概述》，載於《簡帛》第 ２輯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７年，第 ３９０頁。
《專家初步揭秘棗陽九連墩“無字竹簡”用途》，載於新華網 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 １０日。楊麟、特約記者
安富斌：《九連墩竹簡有新説　 “無字天書”竹簡有第三種功能》，載於荆楚網消息（湖北日報）
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１３日（ｈｔｔｐ：／ ／ ｗｗｗ．ｃｎｈｕｂｅｉ．ｃｏｍ ／ ２００６１２ ／ ｃａ１２２６６０２．ｈｔｍ）。
在孔家坡漢墓中，也有 ７ 支空白簡（其中完整者 ５ 支），它們與《曆日》
簡同出。與同墓所出其他簡一樣，這些空簡也是兩端平直而不削角，但無
製作契口，無編繩痕跡，顯然是空白而未曾使用者。雖然出土時與《曆日》
簡較近，但空簡長 ２２．５ ｃｍ，《曆日》簡長 ２６．８ ｃｍ，二者寬度也不同，顯然不
是同一種性質或同一卷文獻①。
這些無字的空簡，如果綴連在一篇文獻的末尾，還可以理解，但大批的
無字空簡隨葬入墓，着實令人費解。
五、“讀書”與葬書
針對以上一些費解的現象，本文試圖從葬制葬俗上做點解釋，以支持
簡帛文獻全部都是廣義的喪葬文書的觀點。
《儀禮·既夕》記載，棺柩在朝祖和大遣奠後，入壙當日的發喪之前，有
一個儀式：
　 　 主人之史請讀賵，執算從。柩東，當前束，西面。不命毋哭，哭者
相止也。唯主人、主婦哭。燭在右，南面。讀書。釋算則坐。卒，命
哭，滅燭，書與算執之，以逆出。公史自西方，東面，命毋哭，主人、主婦
皆不哭。讀遣，卒，命哭，滅燭，出。
“讀賵”和“讀遣”，都很明確，就是同篇所云“書賵於方”和“書遣於
策”，這在戰國秦漢墓葬中多有所見。爲什麽在此之外，中間還另有一個
“讀書”環節呢？這裏的“書”究竟指什麽？古人從不辭費，既然前言讀賵，
後言讀遣，中間再言讀書，必有所指。《禮記·雜記》説，大夫之喪禮也要
“讀書”：“大夫之喪，既薦馬，薦馬者哭踴，出乃包奠，而讀書。”鄭注引《士
喪禮》“主人之史請讀賵”爲之解，孔疏：“書，謂凡送亡者賵入槨之物書
也。”都將此書理解爲賵書。清人胡培翬也主張，此處的“書”就是指賵書：
　 　 “讀書”二字爲句。不言讀賵而言讀書者，上注謂奠、賻、贈亦書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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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》，第 ３１頁。
方，故言書，知史並讀之也。①
我們不敢斷言此處的“書”專指隨葬之書，但它至少是包括書籍在内的一個
助喪禮物清單②。
把這些隨葬禮物進行燭照朗讀的目的，大概有四：其一，讓死者有知，
敖繼公解釋説：“柩將行而讀賵與遣者，若欲神一一知之然。”其二，讓喪家
知曉，方苞解釋説：“遣物附棺，必誠必信，主人主婦，亦必傾耳聽之，於心始
安，故俟讀畢而後命之器也。”其三，顯示此喪禮的規格之高，禮儀之正，鄭
注：“君使史來讀之，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。”所以經文特别强調，要由“公
史”來讀遣策。其四，顯示隨葬物品之多，正如鄭玄所説，之所以要用算籌
計數，是爲了“榮其多”。而書籍也有種類和篇目的問題，也需要計數，通過
朗讀其種類和篇目，應當也可以達到“榮其多”的效果③。
張家山 Ｍ２４７隨葬有《曆譜》、《二年律令》、《奏讞書》、《脈書》、《算數
書》、《蓋廬》、《引書》等 ７ 種，均有自題。遣策共 ４１ 支，另置他處，其中簡
３４明言：“□囊一，書一笥。”④出土時，這些文獻確置於竹笥之中：
　 　 Ｍ２４７的竹簡分置兩處。一處位於頭箱内緊貼槨室西部檔板的底
部，上被淤泥和漆木器所壓，出土時散亂在稀泥中，多已殘斷。另一處
位於頭箱内緊靠南壁板的底部，上部堆壓著陶器、漆器及淤泥。竹簡
放在竹笥内。竹笥已腐，無蓋。笥内竹簡豎向放置，周圍積滿淤泥，一
端的上面疊壓著幾塊無字木牘。⑤
在西漢末年的東海郡尹灣漢墓 Ｍ６ 中，出土了一枚記載隨葬書籍的木
牘，編號爲 ＹＭ６Ｄ１３，其正面寫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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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⑤
胡培翬撰，段熙仲點校：《儀禮正義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，第 １８９４頁。
參拙文《賵·襚·遣：簡牘所見楚地助喪禮儀研究》，載於《古禮新研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 ２０１２
年版，第 １９７—２２５頁。
以上説法，俱見胡培翬《儀禮正義》，第 １８９２—１８９５頁。
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張家山漢墓竹簡（二四七號墓）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１
年版，第 ３０４頁。
荆州地區博物館：《江陵張家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》，載於《文物》１９８５ 年第 １ 期，第 １—
８頁。
　 　 君兄繒方緹中物疏。方緹一●，刀二枚，筆二枚，管及衣各一，板
研一，算及衣二，繩杅一，掊一，墨橐一，《記》一卷，《六甲陰陽書》一卷，
板旁橐一具，《列女傅》一卷，《恩澤詔書》，《楚相内史對》，《烏傅》，《弟
子職》，《列》一。
據馬怡考證，方緹即“方底”，又稱作“方底囊”，專指盛放書籍的方底形
囊袋①。以絹囊包裝簡牘的現象，見於孔家坡漢墓 Ｍ８。考古報告稱，這一
組《日書》簡（Ｍ８ ∶ ５８）“出土於槨室頭廂東北角。出土時共存殘絹片，推測
原來竹簡有絹包裹”②。
無論置於竹笥，還是盛於緹囊，喪家下葬時都是把有字的“書”當作一
種隨葬物品，與文具、衣飾、車馬之類同樣看待的。
讓我們根據這些隨葬清單，嘗試復原墓主葬禮上的“讀書”儀式。在張
家山 Ｍ２４７的葬禮上，史讀遣策名單時，自然會讀到“書”這一項，也許就用
這一個字代表了整笥的法律簡文、曆譜、二年律令、奏讞書、脈書、算數書、
蓋廬、引書等。但是，尹灣漢墓 Ｍ６ 的史則會逐一讀到隨葬之書的篇名，根
據《君兄繒方緹中物疏》，他讀了 ８ 篇文獻名稱。然而，墓中所埋的三件物
疏（《君兄衣物疏》、《君兄繒方緹中物疏》、《君兄節司小物疏》），並不能包
含墓中的所有隨葬物品。其一，《君兄繒方緹中物疏》中提到的 ８ 部書，能
够在墓中找到對應的僅有《烏傅》（《神烏傅》）１ 種，其餘的都不能對應，或
只能模糊對應。其二，其他的隨葬文獻在這三件物疏中並没有記録，這個
書囊中所列舉的，只是該墓所出有字文本的一部分。如《集簿》、《東海郡吏
員簿》、《海郡下轄長吏名籍》、《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》、《東海郡屬吏
設置簿》等公文，以及《日記》、《曆譜》、《貸錢文約》等私人文書，都未被録
入到三份隨葬清單中③。如何理解呢？
第一種現象比較容易理解，爲了“榮其多”，隨葬清單上有，而實物没
有。第二種情況不好解釋，爲什麽有隨葬實物而不入清單呢？我們推測，
在喪家看來，這些物品的隨葬是必然之事，不必專門用文字申列。實際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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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怡：《尹灣漢墓遣策劄記》，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：《簡帛研究二〇〇二、二〇
〇三》，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，第 ２６８—２６９頁。
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》，第 ２９頁。
馬怡：《一個漢代郡吏和他的書囊———讀尹灣漢墓簡牘〈君兄繒方緹中物疏〉》，載於《中國社會
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》第 ９集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 ２０１５年版，第 １０１—１３２頁。
目前所見的出土文獻（不包括遣策、物疏等喪葬文書本身），出現在隨葬清
單上的並不常見。
戰國時人有隨葬書籍的習慣。據蕭子顯《齊書》載，南北朝時襄陽人盜
發據傳是楚武王之塚，從墓中獲得竹書，皆青絲編連，長二尺，盜發時皮節
如新，盜者以爲火把。後人得到其中十餘支簡，當時學者王僧虔看後認爲，
正是蝌蚪書《考工記》。又傳南齊建元年間有人盜發楚昭王墓，得見青絲編
簡，當時學者沈約亦曾得數簡，以示劉繒，劉氏認爲是《周禮》逸篇。① 《皇
覽》載：
　 　 呂不韋好經書，多以葬。漢明帝朝，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，論五
經誤失。符節令宋元上言：“臣聞秦昭王與不韋好書，皆以書葬。王至
尊，不韋久貴，塚皆以黄腸題湊，處地高燥，不壞。臣願發昭王、不韋
塚，視未焚詩書。”②
可見隨葬書籍並非楚人獨有的葬俗，秦昭王、呂不韋也採用此種葬俗。
上博簡有《競建内之》一篇，因“競建内之”四字書於簡背，整理者據以爲篇
題。如陳劍所説，“競建”當爲人名，“競”即楚王族屈、昭、景三氏之“景”
氏。“競（景）建”既是楚人，而此篇所記内容又是齊國之事③。人與書之間
有何關係呢？禤健聰曾指出：
　 　 “競建内之”或許並非篇題，而是記録此册來由的文字。所謂“競
建内之”即云此册竹書由“競建”所納。全篇有兩種不同字體，值得注
意的是，原《競》篇簡 ２、７、８ 等均有字與原《鮑》篇的字體筆劃相合，似
是原字漫滅而後補全者。然則此册後半部分，或亦是補充而來，而與
其事者又或正是“競建”？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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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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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説：《七國考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１９８８年版，第 ２８７—２８８頁。
《七國考》，第 ２８３頁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五六〇《禮儀部三十九·塚墓四》引，文字略異。
陳劍：《談談〈上博（五）〉的竹簡分篇、拼合與編聯問題》，載於簡帛網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
（ｈｔｔｐ：／ ／ ｗｗｗ．ｂｓｍ．ｏｒｇ．ｃｎ ／ ｓｈｏｗ＿ａｒｔｉｃｌｅ．ｐｈｐ？ｉｄ ＝ ２０４）。
禤健聰：《上博楚簡（五）零劄（一）》，載於簡帛網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４ 日（ｈｔｔｐ：／ ／ ｗｗｗ． ｂｓｍ． ｏｒｇ． ｃｎ ／
ｓｈｏｗ＿ａｒｔｉｃｌｅ．ｐｈｐ？ｉｄ ＝ ２２６）。
我們認爲，所謂“内（入）”，實指納入於墓壙。《禮記·喪服小記》：“陳
器之道，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，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。”這裏的“納之”，就是
指進入墓中，埋葬之前有陳列展示的環節，造成以多爲榮的禮儀排場。“競
建内之”四個字表明，是由競建將該書作爲隨葬品而納入墓中的，至於競建
是只納入了這一篇，還是整個墓葬的隨葬之書均經由其手，已不得而詳。
在包山楚墓 Ｍ２的北室稍偏東，隨葬著 ２３１支司法文書簡，其上有簽牌
一枚（標本 ２ ∶ ４４０ １），上寫二字，整理者釋作“■■”，後經滕壬生、劉國
勝、陳偉等學者研究，改釋爲“廷志”二字。而在這批司法文書的第 ９ 號簡
上又寫著“廷志所以内”①。陳偉《包山“廷志”簽牌與九號簡》指出，這些司
法文書和行政檔案都是有意識隨葬入土的：
　 　 參照對於“廷志”簽牌的討論，我們可以想到這裏所“内（入）”的
大概是全部文書簡。再參照楚系竹簡類似記載，我們懷疑此簡的“内
（入）”是指納入墓葬，即將文書簡作爲隨葬品隨葬。……似可猜想昭
佗身體正常的時候，也將一些公文帶回家中處理。當他發病之後，這
些文書便没有歸還到官署之中，最後作爲他的遺物隨葬。這雖然可能
與當時的禁忌有關，但也似乎反映出楚國的公文管理制度並不太嚴
格。現在看來，作爲左尹生前生活重要的一部分，這些文書簡完全是
有意識隨葬入藏的。②
我們基本同意這種判斷，這是該批法律簡作爲喪葬文書的一種標題性
提示，與上博簡中的“競建入之”差不多。不過，與陳文認爲“廷志”是昭佗
晚年把朝廷公文文書帶回家中，因此得以偶然入葬不同；我們認爲，“廷志”
可能就是一個人名，與上博簡的競建一樣，大概就是這批簡牘入葬時的經
手人。
如果我們把必須隨葬有字文獻作爲一種當時流行的葬俗來認識，那麽
前文三節中的不少疑問便可得到合理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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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所”字是劉國勝根據紅外線影像而釋出的，該簡文釋讀的具體學術前史，參陳偉《包山“廷志”
簽牌與九號簡》，載於日本《中國出土資料研究》第 １１號，日本中國出土資料學會，２００７ 年 ３ 月。
收入氏著《新出楚簡研讀》，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，第 ２２—２８頁。
陳偉：《包山“廷志”簽牌與九號簡》，載於《新出楚簡研讀》，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，
第 ２７—２８頁。
第一，文本重複問題。用於隨葬入壙的竹簡，最開始時可能與墓主的
身份、興趣有關，但久而久之形成葬俗，純粹是爲了隨葬簡帛而隨葬簡帛。
這些有字文獻可能來自家中早備的文本，更大可能是爲喪事而臨時準備。
故而，喪家可能並不在意簡文内容的重複。所以，從郭店、上博、清華簡，到
睡虎地、放馬灘、武威簡，同一墓葬内都有重複的文本。
有時候，爲了把簡牘上的空間寫滿，使之更像一册“書”，不惜書寫完全
不相關聯的内容。例如，清華簡（三）中有一篇《良臣》和《祝辭》，共 １６ 支
簡，本爲一篇文獻，由同一書手寫在一編相連的竹簡上①。《良臣》講述黄帝
至春秋時期歷代著名君主的能臣良佐；而《祝辭》則是防溺水、救火災和射
敵獵獸的禁祝之辭，它們不僅與《良吏》没有内容關聯，而且三種祝辭之間
也没有内容關聯。如果按照喪葬書簡的葬俗來看，就容易解釋了：《良臣》
篇的内容寫完 １１支簡之後，還剩了 ５ 支空白簡，寫手便抄上三段《祝辭》，
純粹是爲了填空。
天星觀楚墓 Ｍ１出土的卜筮祭禱簡，與遣策作正、反兩面書寫。這是兩
種不同性質的文字，之所以寫在一起，也説明了葬書時對文本内容的輕視。
第二，文本摘抄問題。古書編著、傳播、傳承過程中確有摘抄的規律②，
但出土文獻中的文本摘抄，可能與臨喪抄書有關。爲了誇飾葬書的種類，
以便釋算時“榮其多”，必然盡可能地多抄寫一些書籍，這樣，摘抄或選抄便
在所難免。例如，尹灣漢簡《君兄繒方緹中物疏》中列有“《列女傳》一卷”，
馬怡曾指出，《漢書》劉向本傳稱《列女傳》“凡八篇”，而傳世本劉向《列女
傳》則爲 ７卷，都遠超過“一卷”，顯然隨葬的只是當時所見《列女傳》的一部
分，或摘編③。墓主生前不可能選擇一個單卷的摘抄本來閲讀，比較合理的
解釋是，喪家將多卷本的《列女傳》摘抄一部分，充作一個葬書種類而下葬。
法律文書出現那麽多摘抄文本，也可用同樣邏輯加以解釋。《二年律令》的
《盜律》篇，在簡 ８１ 末尾書有“鄭 _ 書”三字，整理者在釋文修訂本中指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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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研究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三）》，上海：中西
書局 ２０１２年版，第 １５６頁。
劉嬌：《西漢以前古籍中相同或類似内容重複出現現象的研究：以出土簡帛古籍爲中心》，上
海：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２００９年。來國龍：《論戰國秦漢寫本文化中文本的
流動與固定》，載於《簡帛》第 ２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，第 ５１５—５２７頁。
馬怡：《一個漢代郡吏和他的書囊———讀尹灣漢墓簡牘〈君兄繒方緹中物疏〉》。
這就是抄寫者的名字①。
第三，多人抄寫問題。張家山漢簡《算數書》簡 ４２末標記“王已讎”，簡
５６末標記“楊已讎”，簡 １２１ 和簡 １２３ 之尾都標記有“楊”，整理者已指出，
張、王是校讎者的姓名②。冨谷至説：
　 　 《二年律令》５２６支簡不是由一個人抄寫的，而是由多位書手抄寫
的。進一步説，即使關於一支簡的抄寫，也可以判定是由多位書手抄
寫的。另外，雖然這是否不同的筆跡，仍缺乏決定性的證據，但是例如
７４簡載有從二水的“盜”與從水的“盜”這兩種“盜”。這種差别，意味
著什麽呢？不甚清楚。③
周海鋒指出，簡帛律令文字中的校讎痕跡，正是該律令爲實用文本的
一個證據：
　 　 兩簡出自不同書手，書手間本互有分工，只關心自己謄録部分有
無訛誤，無暇注意他人抄録的内容，故校讎字樣出自書手的可能性很
小。相反，簡册所有者在細細閲讀令文時是很容易發現此種問題的，
但此時要將重複簡剔除出去卻要費些周折，故採取較爲簡易的方
法———標記重複而已。……律令簡册若是作爲明器的隨葬品，哪怕出
現連篇纍牘之重複，怕也不會有人去理會。④
我們認爲，根據這種校讎現象，仍然不能證明這批法律文本在墓主生
前被實際使用過，因爲這些校讎者並非墓主本人。相反，“不同書手交替、
非持續性抄寫”的現象則反而有助於説明，這是專爲喪事而進行的抄寫。
而且，出於對死者和對喪家的負責，在入葬前進行校讎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第四，空簡或無字簡問題。當隨葬簡帛的葬俗流行很久之後，喪家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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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張家山漢墓竹簡（二四七號墓）》（釋文修訂本），北京：文
物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，第 ２０頁。
《張家山漢墓竹簡（二四七號墓）》（釋文修訂本），第 １３７、１３９、１４８頁。
冨谷至著，李力譯：《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竹簡———特别是關於〈二年律令〉》，載於《簡
帛研究二〇〇八》，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，第 ３０８頁。
上引周海鋒《秦律令之流布及隨葬律令性質問題》。
能更加關注文字的載體即簡帛本身，至於簡帛上有没有文字、文字的内涵
是什麽，可能變得不那麽重要了。九連墩的葬制規格很高，但葬器粗疏，顯
示出某種“倉促”的特點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埋下一批未及寫字的空簡，是完
全可以理解的。包山墓的葬制完整，顯示出葬禮是從容進行的，何以也會
出現如此多的空簡？我們認爲，這批無字素簡是有意爲之。正如劉國勝所
理解，“摇廚”是儲備府庫並主鈎考會計，主管財務出入的部門，這批無字簡
由這個部門發往墓中。簡 ２７８上的 １４個字只是爲了説明，喪主確實爲喪禮
準備了一批特殊性質的文獻。至於它們究竟屬於什麽，不好過多推測，可
能是典籍，或者日書，因爲該墓中已出土有遣策、文書和卜筮祭禱簡。
第五，爲什麽法律文書出土很多？除了包山簡之外，已出土的秦漢法
律簡牘近十種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爲經過秦朝的“燔詩書”，“所不去者，醫
藥、卜筮、種樹之書。若欲有學，以吏爲師”①，剩下的文獻種類十分有限。
法律文本是當時社會上流行最多的“書”，這也決定了葬書種類的有限。秦
朝和漢初墓葬中，很少有諸子典籍，以律令、日書、醫書爲多，也與秦朝的文
化政策完全可以互相印證。
還有一些現象，也可以補充説明古人純粹爲了葬書而葬書。例如，在
有些喪葬文書中常見到帶有“某”字的行文，例如九店 Ｍ５６《告武夷》②、周
家臺秦簡《祠先農》等，它們明顯是用於祭祀、祝禱等活動的“活套”文本，與
墓主並無關係。這樣的内容埋入墓中，恐怕也是爲了增添“書”的種類。另
外，《蒼頡篇》被葬入墓中，也不是被當作字典而到“陰間”使用的，而是首先
被當作“書”而進行隨葬的③。
隨葬書籍的葬俗，自有其特别的文化含義（筆者將另文討論）。即使書
籍的載體從簡帛轉化爲紙張，此種葬俗也未中斷。２０１２ 年，在洛陽澗西發
掘一座北魏大墓，墓主疑爲北魏節閔帝元恭。其中便出土 １ 件“陶册”
（Ｍ９２６ ∶ １９）：“類似書卷樣式，兩側各向内折 １ ／ ４，然後對折，在折逢處填有
·８０２· 　 出土文獻：語言、古史與思想（嶺南學報　 復刊第十輯）
①
②
③
《史記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紀》。
周鳳五：《九店楚簡告武夷重探》，載於《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七十二本第四分，臺北：
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２００１年版，第 ９４３—９４５頁。
福田哲之認爲，《蒼頡篇》用來作陪葬之物，一方面是由於其作爲識字課本，還有練習書法的作
用；另一方面則與其作爲百科全書式的字彙這一特性有關，“《蒼頡篇》之陪葬意義或許能得到
與其他陪葬書籍共通的整合性理解”。見福田哲之著，佐藤將之、王繡雯合譯：《中國出土古文
獻與戰國文字之研究》，臺北：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年版。
白灰，未發現文字。長 １９、寬 ４．７、厚 ０．９—１．５釐米。”①
綜上，本文試圖强調，中國古墓中出土大量書籍是上古葬俗的反映。
在喪葬禮制的初期，它們被埋入墓中，可能與墓主的身份、職業、興趣有直
接關係，但後來相沿成俗，便變得關係不大了，大多是舉喪時臨時抄寫的文
本。喪家可能並不在意入葬文本的性質和完整性，而只是在意是否隨葬了
“書”，對葬書禮俗的重視反而超過了對文獻本身的重視。所以纔會出現重
複文本、摘抄選抄、補綴書寫、空白簡等現象。不同時期人間社會流行的書
籍，在“陰間”墓葬中都會得到反映。顯然這是用陶器形式反映葬書之俗，
不過這時的“書”已進化爲紙本模樣了。
（作者單位：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、歷史學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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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：《洛陽澗西衡山路北魏墓發掘簡報》，載於《文物》２０１６年第 ７期。
